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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各族人民的思想观念、行为习惯发生着适应性的变化，婚姻作为人类繁衍后代

的基础形式也不断的在变化。本文是以怒江州为例，简述了境内各民族从单一或固定的婚姻形式过渡到

多元结构的婚姻形式，使民族文化在婚姻形式的发展变化中实现进一步交融，从而更加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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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the ideas and behaviors of people of all ethnic 
groups have undergone adaptive changes. And marriage, as the basic form of human reproduction, 
is also constantly changing. Taking Nujiang Prefecture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briefly describes 
the transition of marriage forms from single or fixed to multi-structure inside the Nujiang Prefec-
ture, so that ethnic cultures can blend in inter-ethnic marriage, and thus more firmly cast the con-
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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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怒江州是全国唯一的傈僳族自治州，地处滇西北中缅边境高山峡谷地带，境内生活着傈僳、怒、独

龙、白、普米、汉等二十多个民族，总人口 55.4 万(2021 年怒江州统计数据)，少数民族人口约占 93%，

少数民族结构丰富，民族文化绚丽多彩。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民族工作，提出了建设共有

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重要论述。怒江州地理位置复杂、民族成分丰富，做好民族工作

难度之大、责任之重显而易见，但在党中央的带领下，各族人民载歌载舞、携手并进，共同谱写着团结

美丽怒江新华章。然而在构建民族大和谐的进程中，和谐的婚姻形式作出了重要贡献。民族婚姻形式与

民族关系正相关，民族间存在矛盾，往来甚少，婚姻选择便比较单一；民族关系和谐，民族间互通有无

的交往能提高族际通婚的可能性，进一步增强民族间的情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共有精

神家园打下坚实基础。 

2. 单一的传统婚姻形式：族内婚 

怒江州地处高山峡谷地带，各民族人口呈“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格局，怒、独龙等民族以家族为

单位组建聚居村落，各民族间来往甚少。村落之间隔山隔水，道路不通畅，阻碍了各村或各地的往来，

致使各民族的择偶范围较窄。而且，历史上各氏族或家族之间对资源是处于竞争关系，对已有的资源不

愿或不会进行再分配。因此，各民族将族内婚或亚血缘婚作为主要的缔结方式，如“家族内婚”“姑舅

表婚”“转房制婚”等。 
17 世纪起，部分民族先后迁入怒江流域，打破了原有民族已建立好的生活形态。如，随着傈僳族的

迁入，傈僳族人民给怒族和独龙族带来了先进生产力，但同时也引发了诸多民族矛盾。强势民族进入，

迫使弱势民族被分散在不同村寨，阻断了各氏族间的联系，弱势民族的女性可能会被强势民族所占有，

而弱势民族的男性不敢甚至不能娶强势民族女性，使弱势民族的择偶范围变得更加狭窄。因此，强势民

族可能会有强制性的族际通婚，而弱势民族只能进行族内婚姻。据调查，1954 年前，原碧江县第九行政

村甲加自然村蜂氏族 38 对婚配中，氏族内婚有 23 对，而氏族内婚的全为一个家族内部的相互配婚[1]。 
随着父权制的出现，女子社会地位变低，往往会被视为一种劳动工具，而男子利用权势娶多个女子

为妻，富裕户也会用金钱购买多个女子为妻，从而产生了一夫多妻现象。据 20 世纪 50 年代调查数据，

独龙江第一行政村 90 对婚配中，多妻者有 19 对，其中 11 对为家族长富裕户[1]。另外，舅权或叔权在很

多少数民族中地位很高，“姑舅表婚”“叔姨表婚”等亚血缘婚配方式很普遍，一方面是为了升温亲情，

资源内置，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舅权或叔权在家族中有较高的地位。如傈僳族有“有女先嫁外甥男”的说法，

从亲属称为来看，“公公”“岳父”“舅舅”都叫“a44vu33”，“婆婆”“岳母”“姑姑”都叫

“a44vu33”，这种称谓是受亚血缘婚配方式的影响。 
从整体来看，怒江州各民族基本实行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只有氏族头领或家族头领以及富裕户才

会出现一夫多妻现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怒江州各民族间的族际通婚并不明显，择偶范围主要在

本民族中，以族内婚(氏族内婚、家族婚姻、氏族外婚)为主。一方面是因为地理区位封闭，外界接触少，

各村落呈现出以家族为单位的分布格局，各民族间很难建立起良好的社交关系；另一方是面思想较为封

建，流行父母包办婚姻(指腹婚、摇篮婚、互换婚)或宗教同一制婚姻；再者，民族被迫划分等级，种族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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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被强化，民族得不到认同，族际通婚难以产生，族内婚得以重视。 

3. 多元的现代婚配方式：族际通婚 

婚配方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会随着民族心理、社会制度、生活环境的改变而发生转变。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彻底消灭了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制度，尤其是 1954 年怒江傈僳族自治区成立后，真正实

现了当地各民族当家作主，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各民族都享有了平等的权利，民族之间的心理隔

阂也逐渐消除，民族认同感逐渐增强，各民族间逐步形成了平等友好、团结互助、和谐相处的民族关系。

另外，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怒江流域经济、科教、基础设施等各方面得到快速发展，经济条件

不断改善，教育程度得以提高，交通日趋便利，城市乡村人口流动量逐渐增多，社会交往范围逐步扩大，

族际交往日益密切。而且政府部门、单位机构积极宣传传统婚姻形式中姑舅表婚等近亲缔结带来的危害，

不断加深各族人民对基因学知识的认识，姑舅表婚配现象得以遏制，持有传统思想的族内或家庭内长辈

的婚姻思想观念也向开放的积极状态转变，对子女的跨民族选择配偶处于不反对状态，甚至是支持的。 
个案一：三河村隶属泸水市鲁掌镇，位于鲁掌镇的西南方向。三河村现居住户籍 400 户，总人口 1338

人(数据来源于 2020 年村委人口数据统计)。其中，傈僳族人口 744 人，汉族人口 509 人，白族人口 32
人，彝族人口 32 人，其他少数民族人口 21 人，户口统计族际通婚共计 90 户。从人口变化来看，三河村

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人口普查分布为 523、638、1143、1198、1240 人，1951~2001
年每隔 10 年的人口增长量分别约为 105、350、145、68、40 人(数据来源《三河村志》)。族际通婚情况

根据不同年龄段来看，出生于 70 年前、70 年后、80 年后、90 年后分别有 18 对、42 对、24 对、6 对为

族际通婚。从族际通婚的形式来看，少数民族与汉族通婚 61 对、汉族与少数民族通婚 23 对、少数民族

与少数民族通婚 6 对，其中傈僳族与汉族相互通婚 60 对、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相互通婚 24 对、傈僳族

与其他少数民族相互通婚 5 对。 
从三河村个案可分析出，在多民族杂居地，民族结构、人口数量、语言文化等方面都会影响着发生

族际通婚的可能性。从民族结构来看，居住在同一片区的民族种类越多，族际通婚的民族选择越多。从

民族人口数量来分析，民族人口数量与族际通婚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三河村傈僳族和汉族人口位居第一、

第二，对于傈僳族来说汉族是当地人口最多的民族，傈僳族的族际通婚主要发生在汉族中；反之对汉族

而言傈僳族是当地人口最多的民族，汉族的族际通婚也主要发生在傈僳族中；同理，对其他民族而言傈

僳族和汉族是人口最多的民族，其他民族的族际通婚主要发生在傈僳族和汉族中。可见，多民族杂居地

区，人口越多越容易被选择为族际通婚的对象。从语言文化角度分析，汉族文化的影响力亘古至今都非

常大，语言文化各方面容易被各少数民族接受，地方汉语方言也成为了族际通婚中相互沟通的桥梁，汉

族也在族际通婚中充当着重要角色。 
随着各族人民互通有无的频繁交往交流，各民族从单一、固定的婚姻模式逐步发展为族际通婚与族

内婚并存。这里所指的族内婚与传统的族内婚有所不同，主要是同一民族中进行婚配，而亚血缘婚配方

式已不存在。际通婚的出现并没有取代传统婚姻形式，只是摒弃了一些不利于当代社会发展因素，让婚

配模式向更健康的方向发展。现今的婚姻有思想、法律、文化保障，不受封建思想、传统观念的禁锢，

婚姻选择上更加自由平等，文化习俗能够相互包容、相互学习，族际通婚现象已越来越普遍。 

4. 族际通婚产生的原因 

(一) 民族认同 
民族认同是族际通婚发生的前提，民族认同与否直接关系到族际通婚能否发生。如若民族认同存在

抵触，则会排斥与其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便于建立良好的民族关系，反而会引发民族偏见，甚至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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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视，民族“界限”更加清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怒江州内的汉族与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与少

数民族之间存在诸多矛盾。汉族普遍看不起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也不喜欢与汉族来往，如在傈僳族看来

汉族是“狡猾”“吝啬”的，不能与之深交，更不可能与汉族通婚；少数民族之间也存在压迫、奴役等

现象，族群不被认可，如 19 世纪中叶起，傈僳族不断迁入怒江后，傈僳族与怒族之间时常产生纷争，傈

僳族肆意掠夺资源，不断激化与怒族之间矛盾，甚至产生了奴役和被奴役的关系。 
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族偏见现象才逐渐改观，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怒江地区根深蒂固的

民族偏见心理产生了巨大转变，各族人民由较为强烈的族群意识转变为接受他族的不同思想观念，这对族

际通婚的发生创造了良好的条件。随着各民族从封闭的思想观念转变为开放、包容的态度，对族际通婚的

看法也因此改变，族际通婚现象也逐渐增多。值得一提的是族际通婚后子女民族选择上，汉族与少数民族

通婚或少数民族与汉族通婚，其子女的民族选择更趋向于少数民族一方，这是民族认同重要体现。 
(二) 语言互通 
语言是最重要的社会交际工具，承载着一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语言互通可以拉近各族人民之间的

心理距离，促进彼此思想情感的交流以及心理上的认同，从而建立起友好的社交关系，族际通婚才有可

能发生。笔者在调研过程中发现，单一民族村庄很少出现族际通婚，如三河村砣砣寨村民小组是纯傈僳

族村寨，除受过一定程度教育的村民会讲汉语外，其他人只会讲自己本民族语言，如若与其他民族通婚，

生活上带来诸多不便，因此砣砣寨村民小组现今没有发现族际通婚现象。相反，多民族杂居的村庄，从

小就有一个很好的语言学习坏境，如三河村古炭河自然村，汉族、傈僳族、怒族、白族、彝族、景颇族

等多民族杂居，村民几乎都会讲汉语，部分汉族也会讲民族语，有的少数民族也会讲其他少数民族的语

言，因此村民在交流中几乎不存在语言障碍，族际通婚也就比较普遍，106 户家庭中 36 户为族际通婚。

可见，语言沟通顺畅为族际通婚带来更多的可能。 
(三) 宗教信仰包容 
怒江州境内居住着汉、傈僳、怒、独龙、普米、白等二十多个民族，其中傈僳族、怒族、独龙族等

民族信奉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但是，19 世纪起，天主教、藏传佛教、基督教等宗教先后传入怒江地区，

各民族中许多人开始接受并信仰这些宗教。不同信仰的信徒各自活动，互相没有太多交集，在择偶过程

中通常受宗教禁律的约束，直接筛除掉不同信仰的人群。 
随着时代的变迁，民族宗教问题受政府机构、单位组织的高度重视，出台民族宗教信仰自由条例，

宣传教育民族宗教政策，有效管理民族宗教事务，使民族宗教健康发展。民族宗教从禁律、约束走向了

开放、包容，婚配选择上摆脱了“宗教同一制”的束缚，一个家庭中甚至出现多种信仰和谐并存现象。

如丙中洛村一户家庭，父母均信仰基督教，长子婚后随妻改信天主教，次子逝世，三儿子和儿媳均信仰

基督教，四儿子婚后随妻信仰藏传佛教，五儿子虽也娶了藏传佛教女子为妻但他仍信奉本民族的原生民

族宗教；甲生村一户丁姓人家，丈夫为怒族，信仰藏传佛教，妻子为藏族，信仰天主教，他们的二女儿

信仰天主教，女婿为傈僳族，信仰基督教[2]。在一个小小的家庭中呈现出了各种宗教信仰互相包容、互

相尊重的和谐画面。 
(四) 民俗文化融合 
怒江州各民族呈“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大杂居”的生活环境使得民族间交往交流更加

密切，民俗文化具有了共性，同时“小聚居”的民族分布产生了各具特色的民俗文化。随着社会经济快

速发展，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不受空间限制，各民族民俗文化在保留独特性的同时，学习、借鉴、吸收其

他民族的优秀传统民俗文化，使各民族民俗文化相融相通，从而提高了族际通婚的可能性。 
饮食方面，以手抓饭为代表的地方特色饮食文化，发展至今已很难分清是哪个民族的特色饮食，各

民族在长期的共居生活中，相互借鉴、学习并引入到本民族的饮食文化中。服饰方面，民族服饰制作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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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本民族最重要的文化元素外，还会引入些其他民族的文化元素，如福贡一带的怒族和傈僳族服饰文

化保留了本民族服饰最有代表性的元素拉本(傈僳族)和吾普都阿(怒族)，其他部分已完全融合近似相同。

娱乐方面，集中体现在歌舞文化中，每个民族的传统歌舞主要是为了表达民族心理活动，展示生产生活

方式，在代代相传中感染着生活在同一空间里的各个民族，在相互交往交流中对传统文化赋予了新的生

命力，如汉语版的傈僳族调子。节庆活动方面，各民族的社会交往范围不断向外延伸，族际交往日渐频

繁，不同民族陆续参与到其他民族传统节庆中，如阔时节是傈僳族最重要、最隆重的传统节日，但是随

着民族文化越来越被认可，阔时节已不单单是傈僳族的节日，其“内核”早已发生巨大变化，成为整个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民族节庆，这是怒江州各民族文化认同、文化交融的结果。 

5. 族际通婚促进文化交融 

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与族际通婚是双向关系。各族人民在民族、文化上相互认同，彼此尊重、认

可文化差异性和多样性，民族才会密切交往，文化才能交流互鉴，族际通婚的可能性才会不断提升；同

时族际通婚是进一步促进民族文化交融发展的有效途径之一，两个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长期共处于同一

生活环境，各自携带的文化元素便会逐渐交融，甚至在此基础上会衍生出新的文化。 
个案二：甲生村隶属贡山怒族独龙族自治县丙中洛镇，位于丙中洛镇北边，村内生活着傈僳、怒、

独龙、藏、白、汉等民族，大多数家庭为族际通婚，其中和谐家庭丁大妈家最具代表。丁大妈全家近二

十口人，有藏、怒、白、傈僳、纳西、壮共 6 个民族。丁大妈是个藏族女子，与一名怒族男子成婚，经

营家庭，如今膝下共有四女一子，其子女都已成婚，婚配方式均为族际通婚。大女儿的丈夫为白族，二

女儿丈夫为傈僳族，三儿子的妻子为纳西族，四女儿的丈夫为壮族，五女儿的丈夫为傈僳族，不同的民

族共同组建了一个和谐大家庭。家庭成员的民俗习惯、行为观念、宗教信仰不尽相同，但他们相互包容，

互相学习，一个餐桌上有不同民族的美味佳肴，一个院子里有不同民族的歌舞，一个屋檐下有不同民族

的生活用品，甚至互通民族语言，一家人从未因文化差异和语言交流产生过分歧。这一大家庭，各成员

在茶马古道上共同演奏着民族团结和谐交响曲，是中华民族大团结大和谐的缩影。 
家庭不仅是遮风挡雨的庇护所，更是互换民族精神文化、交流思想情感的主要场所，也是培育、传

承民族文化的主阵地。族际通婚“不仅仅是两个异性个体之间的关系，而且隐含着这两个所代表的各自

族群的文化和社会背景”[3]。族际通婚组建起来的家庭，民族文化交流表达的内容愈发丰富，并且能在

文化共性中增强民族情感，在文化差异中促进交流，进而实现文化交融。如，民族传统饮食文化的融合，

藏族人民喜饮酥油茶，傈僳、怒等民族人民衷爱漆油鸡、漆油米酒汤圆，两种饮食文化交融后衍生出了

漆油茶；又如，民族传统器乐文化的融合，国家级传统器乐传承人李国良一家也是族际通婚的多民族家

庭，李国良将傈僳、怒、独龙等民族的民间民调融入到藏族传统乐器弦子中，在一件乐器上拉揍出不同

民族之音，甚至将各种民调融为一体，一曲多调。诸如此类现象，在语言、民俗、服饰、建筑等民族文

化交往交流交融呈现明显，在此不一一列举陈述。 
文化交融并非是强制融合、同化，而是在互相吸取优秀文化中自然而然产生融合，融合后的文化兼

备了各自的文化特性，同时还可能发展出新的文化特点。在族际通婚的日常家庭生活中，“各民族的饮

食、服饰、居住、语言及礼仪等文化习俗，必然会发生相互吸取，重叠和互嵌的现象，形成交叉与共生

的特征”[4]。随着各民族密切交往、深入交流，怒江州族际通婚已成为常态，各民族文化交融日益深入，

各族人民共同谱写着怒江民族文化交融的新篇章。 

6. 结语 

婚姻是确立、加强与其他群体的联盟、壮大自身实力的重要手段，是民间个体或家族生存、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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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策略，体现社会整合的程度，并能在客观上促进文化共享和传播[4]。族际通婚作为婚姻模式的一种，

是以两个不同种群、不同族群的个体之间通过缔结契约的形式构成，以家庭的相处关系来测量不同民族

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程度。因此，族际通婚是考察民族关系的重要指标之一。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

多次强调“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民族团结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怒江州是一个多民族集

中生活的地区，做好民族团结工作具有重要意义，而族际通婚是做好民族团结工作最有效的途径之一。 
族际通婚是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体现，反映了各民族之间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相

互影响。怒江州各民族婚姻形式从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单一结构的族内婚姻，发展到现在多元结构的族内

婚姻与族际通婚并存，是民族认同、文化认同的结果，同时多元结构的民族婚姻(主要是族际通婚)进一步

促进了民族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在交往交流中各民族的文化相互包容、相互调适、相互交融，形成了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多元一体、交融共生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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